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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考察了危机事件信息加工的理论框架在企业内危机沟通中的适用性。采用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

惧怕，内疚) × 2 (危机事件团体回应类型：责任型，希望型) × 2 (团体回应中情绪感染力强度：强，弱)
的被试间实验设计，考察危机新闻报道的情绪诱发作用，进而探讨不同的“情绪框架”如何引发被试特

定的认知加工倾向，并且如何影响被试对组织回应策略的偏好。结果发现：1) 加工危机事件信息时，惧

怕组倾向于采用系统性加工方式，内疚组倾向于采用启发性加工方式；2) 两组被试对自我的态度都是负

性的，但内疚组的自我态度更差；3) 希望型回应策略能够有效缓解惧怕和内疚情绪；4) 在提高员工对

未来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平上，责任型回应策略对于内疚组效果更好，而希望型回应策略对于惧怕组效

果更好；5) 具有强烈情绪感染力的回应信息能够提高员工对未来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平。研究表明，危

机事件信息加工的理论框架也适用于组织内危机沟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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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explored the applicability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risis 
event in inter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of a corporation. The current study used 2 (emotion in-
duced by news frame: fear-inducing, guilt-inducing) × 2 (the type of corporate response toward 
the crisis: responsible type, hopeful type) × 2 (intensity of emotional appeals in corporate res-
ponses: strong, weak) between-subject design, and investigated the emotion-induced effect of cri-
sis news reports, and further explore how the different “emotional framework” triggered partici-
pants’ specific cognitive processing trend, and then how the “emotional framework” affected par-
ticipants’ preference of corporate response strategie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1) When partic-
ipants processing crisis information, the guilt-inducing group tended to adopt to heuristic processing 
manner, and fear-inducing group tended to adopt to systemic processing manner; 2) Both partici-
pants induced guilt and fear by crisis news reports had relatively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m-
selves. However, participants exposed to guilt-inducing crisis news had more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mselves than those exposed to fear-inducing news; 3) Compared to responsible type 
corporate response, hopeful type corporate response could effectively relieve fear and guilt expe-
rience; 4) In the point of improved employees’ confidence level of future good condition, responsi-
ble type corporate response was more effective for guilt-inducing group, while hopeful type corpo-
rate response was more effective for fear-inducing group; 5) The strong emotional appeals in cor-
porate messages could improve employees’ confidence level of future good condition.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a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risis event could also be used in 
corporation’s inter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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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情境危机沟通理论 

在情境危机沟通理论(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SCCT)中，危机责任是核心概念。公众对

危机事件的威胁性评估分为两步。第一步，公众根据危机事件的类型来判断组织在危机事件中承担的责

任 (Coombs, 1999)。第二步，公众可能根据事件严重性和组织表现历史两个因素来调整责任知觉。表现

历史包括危机事件历史和公共关系历史。如果组织被公众判断为是负有责任的，那么，这就会对组织造

成毁灭性的信誉度损害(不赞成的评价) (Benoit, 1995; Coombs, 2007b)，并且对公众的情感以及随后的行为

计划(如：负面口碑、抵制购买产品)产生负面作用(Coombs, 2007a)。因此，公众的责任归因水平直接决定

了组织为了减轻潜在的信誉度损害和公众的负面反应而采取的最有效的危机沟通策略(Coombs & Holla-
day, 2007)。 

Coombs 和 Holladay (2002)指出，与公众对危机事件责任归因水平相一致，危机事件可以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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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危机事件(例如：组织之外的因素导致损害)，意外危机事件(例如：突发设备故障造成的工伤事故)
和可预防危机事件(例如：组织犯罪和不当行为)。其中，可预防危机事件的责任归因水平最高。同时，

Coombs 和 Holladay (2002)认为，恰当的危机沟通策略应该接受公众对组织的责任归因。因此，根据组织

对责任归因的接受度，危机沟通策略也被分为三类：否定，减弱和重建。其中，重建策略表明组织承担

责任的意愿最强(Coombs, 1999; Coombs & Holladay, 2002)。Kim，Avery 和 Lariscy (2009)发现，当组织的

错误导致了危机时，道歉是最有效的回应策略。SCCT 模型如图 1。 
 

 
Figure 1. The model of SCCT 
图 1. SCCT 模型 

1.2. 新闻媒体的框架理论 

Catenaccio，Cotter 和 DeSmedt (2011)指出“新闻框架就是重新讲述危机事件，例如：从信息中抽取

出(脱离语境)某种意义，或者在信息中插入(重建语境)一些含义”。很多情况下，媒体对事件缺乏统一的

判断标准，并会对事件进行多样化的诠释(Wiersema & Zhang, 2013; Yan, Brooke, & Lucinda, 2015)。可以

说，新闻媒体呈现信息的方式是一个“认知过滤器”，它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事件的知觉(Alicia, 2016)。
Graffin，Bundy，Porac，Wade 和 Quinn (2013)指出，媒体对于公众如何理解丑闻是重要的。在危机沟通

中，危机管理者了解新闻报道对公众态度的影响，对于他们提供具有指导性的建议非常重要(Xiao & 
Andrea, 2016)。 

1.3. 评价倾向模型 

Lerner 和 Keltner (2000)提出了评价倾向模型(Appraisal-Tendency Framework, ATF)。Lazarus (1991)认
为，每一种情绪都可以由其“核心相关主题”来区分和定义(core relational theme, CRT)。CRT 是指，在

个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中所呈现出来的固有的利益和损害关系。因此，不同情绪 CRT 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便是提出 ATF 的基础。ATF 假设：不同的情绪作为一种隐含因素，在预测个体随后的情境理解和思维方

式时具有不同的作用(Lerner, Gonzalez, Small et al., 2003)。情绪激发了内隐的“认知倾向”，这种评价倾

向是目标定向的过程，具有动机特性，会进一步引起多样的认知加工和行为结果(Nabi, 2010)。Nabi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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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情绪框架”的观点，即有关特定观念或事件的情绪可以起到框架的作用，促使人们形成理解、

回应事件的不同方式，选择性地影响信息加工、记忆以及判断。Han，Lerner 和 Keltner (2007)指出，情

绪从信息加工的深度和内容两个方面影响信息加工过程。模型结构如图 2。 
 

 
Figure 2. Theoretical model of ATF 
图 2. ATF 理论模型 

 
首先，个体信息加工深度上的差异，可以用判断和推理的双加工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信息加

工以两个基本加工模型为基础：启发性加工和系统性加工。系统性加工是需要意志努力的，是全面、整

体、详细、数据驱动的加工方式；启发性加工是自动的判断和决策，是局部、自发、迅速、概念驱动的

加工方式。正如前人研究所揭示的，情绪的确定性(emotional certainty)对于个体采用的信息加工方式具有

重要作用。确定性评价是指个体对当前情境下正在发生什么，以及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的评价(Smith & 
Ellsworth, 1985; Ellsworth & Smith, 1988)。Tiedens 和 Linton (2001)发现，不确定的情绪会导致系统性加工，

而确定的情绪则会导致启发性加工。 
其次，Dorison，Klusowski，Han 等人(2019)阐明了情绪确定性如何影响信息加工内容。低确定性的

情绪使公众认为情境因素引起了危机事件，而高确定性的情绪使公众认为个体因素引起了危机事件。 
由此可见，考察何种负性情绪是本研究的关键。1) 根据 Pauchant 和 Mitroff (1988)的观点，对于组织

成员而言，危机事件会引发个体产生内疚(高确定性)和焦虑(低确定性)的情绪；2) 由于组织进行危机管理

时，扩散的、主观的、模糊的、不清晰的焦虑情绪往往是妨碍组织采取适当危机管理行为的因素,除了一

些如：否定、自大感等的自我防卫机制，没有策略可以干预焦虑的对象，但惧怕情绪却指向特定的事物，

可以开发针对特定对象的干预策略。因此，用惧怕情绪代替焦虑情绪是组织进行危机管理的基础(Pauchant 
& Mitroff, 1988)；3) 内疚情绪和惧怕情绪在确定性维度上差异较大，前者确定性高，后者确定性低，并

且它们的 CRT 不同(Smith & Ellsworth, 1985)。内疚情绪的 CRT 是自我责备，惧怕情绪的 CRT 是不确定

的威胁或危险。 

1.4. 企业文化中的组织回应策略 

虽然建立一套较为稳定的组织文化体系对组织表现具有决定性作用(Reilly, Caldwell, Chat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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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rr, 2014)。但由于组织文化的概念和维度仍然没有定论，这妨碍了研究者去确定组织文化和企业表现

之间的关系(Schneider, Ehrhart, & Macey, 2013)。因此，多样的组织文化策略可能更有利于达到企业内部

危机沟通的理想效果。 
其中，以积极组织行为(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简称 POB) (Pahuja, 2012)为价值观的组织文

化策略能够很好地显示坏消息在工作场所发布和接收的效果。POB 可以使工作场所的环境更加乐观、有

弹性和人性化，并且帮助组织抵御危机事件期的紧张情绪，同时，提供了一种员工评价坏消息时的积极

框架。研究发现，组织在回应策略中提及负面新闻的同时，可以捆绑一些积极的信息，以削弱受众的负

性反应(Graffin, Haleblian, & Kiley, 2016)。 

1.5. 认知/情感匹配影响理论 

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危机回应信息中的理性框架和情绪框架(Van Der Meer & Verhoeven, 2014; Claeys 
& Cauberghe, 2014)。在理性框架内，危机信息通过客观直接的方式传达给受众(Lu & Huang, 2018)。在情

绪框架中，危机信息侧重于主观的和情绪性的因素，关注于表达具体的情绪(Lu & Huang, 2018)。这些情

感信息可能揭示出组织对危机的不同关注程度和责任承担意愿，进而指导个体的判断和决策(Van Der 
Meer & Verhoeven, 2014; Kim & Cameron, 2011)。 

Claeys，Cauberghe 和 Leysen (2013)的研究发现，在道歉时表达情感会激发真诚的感觉。还有研究者

发现，表达羞愧和遗憾通过增加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度更有效地修复了信誉度(Van Der Meer & Verhoeven, 
2014)。另外，表达对危机情境的悲伤会让人们感到组织的真诚，而真诚会促进公众与组织发言人的共情

(Crijns, Claeys, Cauberghe et al., 2017)，进而导致公众对组织更积极的反应(Claeys, Cauberghe, & Leysen, 
2013; Xiao, Cauberghe, & Hudders, 2017)和较少的信誉度损害(Claeys, Cauberghe, & Leysen, 2013; Crijns, 
Claeys, Cauberghe et al., 2017)。 

因此，本研究的思路可用危机事件信息加工的理论框架(Kim & Cameron, 2011)表示，如图 3。 
 

 
Figure 3.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crisis event 
图 3. 危机事件信息加工理论框架 

1.6. 研究假设 

假设 1：被危机新闻报道诱发出内疚情绪的被试倾向于采用启发性加工方式，而被危机新闻报道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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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惧怕情绪的被试倾向于采用系统性加工方式。 
假设 2：被危机新闻报道诱发出内疚情绪的被试比被诱发出惧怕情绪的被试对自我的评价更负面。 
假设 3：阅读了诱发内疚情绪新闻故事的被试，责任型团体回应对被试负性情绪的缓解以及自信心水

平的提高效果更好。 
假设 4：阅读了诱发惧怕情绪新闻故事的被试，希望型团体回应对被试负性情绪的缓解以及自信心水

平的提高效果更好。 
假设5：具有强烈情绪感染力的组织回应信息对被试负性情绪的缓解以及自信心水平的提高效果更好。 

2. 方法 

2.1. 实验设计 

采用 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惧怕，内疚) × 2 (危机事件团体回应类型：责任型，希望型) × 2 (团
体回应中情绪感染力强度：强，弱)被试间实验设计。 

因变量：情绪水平、信息加工方式、自我态度、自信心水平。 
无关变量：被试在实验正式开始前的情绪状况, 即基线情绪水平。 

2.2. 被试 

以班级为单位选取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共 225 人。年龄 19~22，平均年龄 20.89 岁。每个被

试被随机地分配到八个实验条件下的一个。在教室集体施测。问卷回收率为 100%，其中有效问卷比率为

99.11%，有效被试共 223 人。其中女生 163 人，男生 60 人。 

2.3. 材料 

第一部分，新闻故事。 
采用危机沟通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类危机事件——技术错误事故，它是指技术或设备问题导致

的工业生产事故(An & Cheng, 2010)。具体采用电热水壶爆炸事故作为新闻故事的基本内容。生产电热水

壶的公司是虚构的。 
为了使被试以生产线员工的角色完成实验，新闻故事之前用一段描述虚拟了被试身份和事故发生情

境。诱发惧怕情绪的新闻强调，公司员工的违规操作行为可能为公司和员工带来不良后果(员工可能受到

法律制裁)，而诱发内疚情绪的新闻强调，消费者的遭遇(身体和精神受到的伤害)。两段新闻报道的题目

不同，长度基本相同。 
第二部分，团体回应类型。 
通过强调与情绪 CRT 有关的信息进行操纵——责任型对应内疚、希望型对应惧怕。两种类型团体回

应的题目不同；第一段内容相同：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概括解释；第二段内容不同：责任型回应强调，

公司和员工将承担事故的所有责任；希望型回应强调，企业将为员工提供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支持。情绪

感染力的操纵使用了与危机事件有关的情绪词汇以及能够表达企业对员工感同身受和尊重的词语(我们

都非常难过，或深表遗憾) (Rosselli, Skelly & Mackie, 1995)。 

2.4. 工具 

1) 情绪评定问卷。自编包含一个项目的问卷，对新闻报道诱发的单一目标情绪进行测量。即问卷只用

一个项目——惧怕的/内疚的作为被试主观报告的内容。要求被试对相应诱发条件下的情绪强度进行等级评

定。采用 5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明情绪体验越强烈。两个问卷的重测信度分别为 r 惧怕 = 0.91，r 内疚 =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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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息加工方式评定量表。采用自编量表。该量表有两个维度，共 6 个项目，“中心路径信息加工

依据”3 个项目，“边缘路径信息加工依据”3 个项目。问卷 ɑ系数为 0.82。采用 7 点计分，前三个项目

正向计分，后三个项目反向计分。将每个项目得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信息加工深

度越深，倾向于采用系统性加工方式。 
3) 自我态度评定量表。借鉴 MacKenzie 和 Lutz (1989)用于测量公众对组织的态度量表。量表为单维

结构，由 3 个项目组成。ɑ系数为 0.94。采用 7 点记分，正向计分，将每个项目得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分。

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我态度越积极。 
4) 自信心评定量表。该量表测量了员工在阅读企业危机回应后对自己及所在企业未来良好状况的自

信心水平。该量表为自编量表，由 11 个项目组成。共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自身未来良好状况”，

共 6 个项目，以及“企业未来良好状况”，共 5 个项目。量表 ɑ 系数为 0.85。采用 7 点计分，正向计

分，将每个项目得分相加得到量表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对自己及企业未来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

平越高。 

2.5. 实验程序 

步骤 1：前测。在实验开始之前，被试要完成情绪评定量表，对当前的情绪状况进行评定，为被试阅

读危机新闻报道之后的情绪诱发效果提供基线值。 
步骤 2：阅读危机新闻报道。被试需要阅读描述了危机事件爆发情境的新闻故事。 
步骤 3：中测。被试要回答问卷和量表，测量他们的情绪状态、信息加工方式和对自我的态度。 
步骤 4：了解回应策略。被试阅读团体回应信息。告知被试在媒体报道电热水壶爆炸事故的第二天，

企业就即刻发布了事故相关信息。 
步骤 5：后测。被试要第二次回答问卷和量表，测量他们的情绪状态和自信心水平。 

3. 实验结果 

3.1. 对新闻框架情绪诱发作用和团体回应信息效果的检验 

采用 SPSS 22.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首先，在预实验中，对诱发不同情绪的新闻框架类型和团体回应信息的有效性检验表明：所有实验

材料的操作都是有效的。 
其次，正式实验开始前，通过 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 × 2 (测量阶段)的方差分析对被试阅读危机

新闻报道前、后的负性情绪水平进行统计。结果表明：1) 不同版本的新闻故事能够有效诱发出惧怕和内

疚情绪；2) 惧怕组和内疚组诱发前后的情绪水平的差异没有区别，即不同新闻框架的情绪诱发效果相同。 

3.2. 不同版本危机新闻报道对被试信息加工的作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1)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在信息加工方式上的得分差异极其显著，

F(1,221) = 13.73，p < 0.001，η2 = 0.58。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在员工自我态度上得分差异显著，F(1,221) 
= 5.23，p = 0.02，η2 = 0.24。结果表明：1) 被危机新闻报道诱发出的内疚情绪促使被试采用启发性加工

方式，而被危机新闻报道诱发出的惧怕情绪促使被试采用系统性加工方式。2) 被危机新闻报道诱发出惧

怕情绪和内疚情绪的被试自我态度都偏负面，但后者对自我的评价更差。 

3.3. 团体回应信息对员工负性情绪的干预作用 

通过 3 (测量阶段) × 2 (团体回应类型) × 2 (情绪感染力强度)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对被试在三个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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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情绪水平进行比较。描述性统计值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cores of fear and guilt on each measured stage 
表 1. 各测量阶段被试惧怕和内疚情绪得分 

团体回应 
类型 

情绪感染力 
强度 

n 
测量阶段 

阅读新闻报道前 阅读新闻报道后 阅读回应信息后 

责任型 
强 56 2.04 (1.24) 3.88 (0.96) 3.07 (0.89) 

弱 56 1.84 (1.11) 3.91 (0.88) 2.88 (0.94) 

希望型 
强 56 1.96 (1.22) 3.50 (1.06) 2.68 (0.79) 

弱 55 1.80 (0.99) 3.53 (0.94) 2.45 (1.02) 

总计 223 1.91 (1.14) 3.70 (0.97) 2.77 (0.93)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 
 

结果显示：1) 测量阶段主效应极其显著，F(2,220) = 175.85，p < 0.001，η2 = 0.35；2) 团体回应类型

主效应极其显著，F(1,221) = 12.89，p < 0.001，η2 = 0.02；3) 情绪感染力的主效应不显著，F(1,221) = 2.35，
p = 0.13；4) 所有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F 测量阶段×团体回应类型(5,217) = 2.09，p = 0.13；F 测量阶段×情绪感染力强度

(5,217) = 0.95，p = 0.39；F 团体回应类型×情绪感染力强度(3,219) = 0.00，p = 0.99；F 测量阶段×团体回应类型×情绪感染力强度(11,211) = 0.01，
p = 0.99。对测量阶段主效应的事后检验结果显示：1) 被试接受回应信息后的情绪水平显著低于阅读新闻

报道后的情绪水平，p < 0.001，Cohen’d = 0.98；2) 被试接受回应信息后的情绪水平显著高于阅读新闻报

道前的情绪水平，p < 0.001，Cohen’d = 0.32。该结果表明：1) 组织回应信息干预后的负性情绪水平明显

降低，但没有恢复到新闻报道诱发前的水平；2) 四种组织回应信息干预前后的情绪水平的差异没有区别，

即不同回应信息的情绪干预效果相同。 

3.4. 危机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在员工回应信息偏好中的作用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考察诱发惧怕情绪以及诱发内疚情绪新闻框架条件下，团体回应类型对被

试惧怕和内疚情绪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1) 责任型团体回应与希望型团体回应在惧怕情绪上得分差异

显著，F(1,108) = 4.53，p = 0.04，η2 = 0.42；2) 责任型团体回应与希望型团体回应在内疚情绪上得分差异

显著，F(1,111) = 6.42，p = 0.01，η2 = 0.54。结果表明：希望型回应能够有效缓解惧怕组和内疚组的负面

情绪。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考察诱发惧怕情绪以及诱发内疚情绪新闻框架条件下，团体回应中情绪感

染力强度对被试惧怕和内疚情绪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1) 强情绪感染力团体回应与弱情绪感染力团体

回应在惧怕情绪上得分差异不显著，F(1,108) = 2.87，p = 0.09；2) 强情绪感染力团体回应与弱情绪感染

力团体回应在内疚情绪上得分差异不显著，F(1,111) = 0.48，p = 0.49。因此，强情绪感染力的回应信息没

有缓解被试的惧怕情绪和内疚情绪。 
通过 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 × 2 (团体回应类型)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对被试的自信心水平进行统

计，结果显示：1)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以及团体回应类型的主效应均不显著，F(1,221)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 = 
1.94，p = 0.17；F(1,221)团体回应类型 = 0.51，p = 0.48；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与团体回应类型的交互作用

显著，F(3,219) = 13.19，p < 0.001，η2 = 0.06。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1) 当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为惧

怕时，责任型团体回应与希望型团体回应在员工自信心水平上得分差异非常显著，F(1,108) = 9.94，p = 
0.002，η2 = 0.08；2) 当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为内疚时，责任型团体回应与希望型团体回应在员工自信

心水平得分上差异显著，F(1,111) = 4.07，p = 0.046，η2 = 0.04。结果表明：对于惧怕组被试，希望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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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回应能有效提高员工对企业和自身未来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平，而对于内疚组被试，责任型团体回应

更有效。结果见图 4。 
 

 
Figure 4. Effect of emotions induced by news frame and the type of corpo-
rate response on the level of employees’ self-confidence 
图 4.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与团体回应类型对员工自信心水平的影响 

 
通过 2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 × 2 (情绪感染力强度)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对被试的自信心水平进行统

计。结果显示：1)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1,221) = 1.81，p = 0.18；2) 情绪感染力强

度的主效应显著，F(1,221) = 4.02，p = 0.046，η2 = 0.02；3) 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与情绪感染力强度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F(3,219) = 0.14，p = 0.71。结果表明：强情绪感染力的回应信息更有助于增强员工对未

来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平。  

4. 讨论 

4.1. 本研究的发现 

首先，从团体危机回应对负性情绪的缓解作用上看，第一，从员工的负性情绪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

变化可以看出，两种类型的团体回应能有效改善任何一种负性情绪体验。因此，一种情况是，负性情绪

的 CRT 与团体回应的对应关系得到验证(如下文所述)。另一种情况是，两者出现了相反的对应关系，可

能的原因是：1) 诱发惧怕情绪的新闻框架强调了员工可能受到的惩罚，以及外界舆论对肇事者的处置，

因此，员工会体验到强烈的不确定感，并产生避免承担责任的意愿。此时，如果组织强调自省、谦逊，

并且更加看重消费者的利益，那么，新闻媒体不确定的预期就会转变成组织确定的决策。员工之前的不

确定感反而消失了，惧怕情绪水平下降；2) 对于内疚的个体而言，良心的谴责和道德感驱使他们承担责

任，弥补过错。但同时，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此时，如果组织强调维护员工的利益，关心员工

的感受，与员工荣誉与共，那么，当个体认识错误的态度不够坚定，容易被外界环境所引导时，就反而

会产生侥幸和息事宁人的心理，使内疚情绪消失。因此，从纵向变化上看出，与个体阅读危机新闻报道

后相比，不论惧怕和内疚的个体接受了哪种类型的团体回应，他们的情绪水平都显著下降。然而，这种

下降的程度没有达到被试接受实验处理前的水平。或者说，回应信息的干预作用不会在很短时间内完全

消除负性情绪体验。 
第二，横向比较结果发现，不论最初新闻框架诱发情绪类型是内疚还是惧怕，希望型回应比责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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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更易于使被试的负性情绪得到有效缓解。这可能是因为，公共危机事件信息中的人类利益框架会首

先促使被试搜寻避免损失和伤害的信息，而不会搜索如何处置和惩罚自己的信息。流水线工人虽然可能

是事故责任人，但同时也要为事故付出代价。因此，他们希望获得企业的理解和支持。危机事件本身也

会激发员工无意识的积极期待，这种期待并不因员工被诱发的情绪状态而改变。而希望型回应传达给员

工的是正面消息，容易满足员工的积极期待。因此，与责任型回应相比，希望型回应对强烈的负性情绪

体验有更好的舒缓作用。 
其次，如果新闻报道诱发了员工的惧怕情绪，那么企业就应选择希望型回应策略来提高员工对未来

良好状况的自信心水平；而如果新闻报道诱发了员工的内疚情绪，那么企业就应选择责任型的回应策略。

这是因为不同情绪独特的 CRT 会导致个体决策和判断的差异。惧怕和内疚情绪的 CRT 不同，使被试在

判断和知觉不同的回应策略时产生差异。他们倾向于选择和接受能够满足情绪需求的策略。1) 内疚的

CRT 是：自我责备。在危机沟通情境中，如果员工的行为给消费者造成伤害，或给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

损失(Lazarus, 1991)，那么，个体可能在内疚情绪的驱使下，期望通过弥补受害者来缓和良心的谴责，因

此更加偏好责任型回应策略；2) 而惧怕的 CRT 是：不确定的威胁或危险。在危机沟通情境中，如果特

定的危机事件威胁到了员工良好的生活工作状态，那么该事件就会使员工感到正常的秩序被破坏，自身

的利益(如：报酬、信誉、地位、人际关系、职业前景等)可能面临严重损害(Jin, Pang, & Cameron, 2010)。
可见，惧怕情绪会驱使个体更加偏好希望型回应策略。 

最后，具有强烈情绪感染力的回应信息没有削弱负性情绪的水平，反而略微提高了负性情绪的水平。

这可能是因为，强烈情绪感染力的回应信息蕴含的关心和理解，甚至是感同身受更容易拉近企业和员工

之间的距离，让员工感受到一种平等而亲近的关系，因此，员工反而会更容易敞开心扉，表达出内心的

情绪感受。 

4.2. 本研究的启示 

当前研究探讨了危机事件信息加工的理论框架在企业内部危机沟通中的适用性。所得结论见图 5。 
 

 
Figure 5. Flow chart of inter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of a company 
图 5. 本研究中企业内部危机沟通效果图 

5. 结论 

在企业内部针对员工进行危机沟通时，诱发内疚和惧怕情绪的危机新闻框架会影响员工的信息加工

方式以及对自我的态度。而且，不同负性情绪的员工对不同组织文化取向的回应策略有一定的偏好。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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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应用强烈情绪感染力的团体回应信息有效增强了沟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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